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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家建设

———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军阀政治的再认识

李怀印

内容提要 晚清国家财政、军事和行政权力的下移和私人化趋势，延续至民国初年，导致国

内政治的严重分裂，并在 1916 年袁世凯去世后演化为各个军阀派系的混战。长期以来，海

内外史家对北京政府时期军阀现象的解读，也因此多强调派系倾轧和战事频仍对中国近代

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负面作用。从地缘政治和财政构造的角度分析各个军阀派系的兴衰过

程，各派军阀能否在竞争中取胜，端看其内部政权建设水平，尤其是动员和利用各项资源、打
造其财政和军事实力的能力。那些拥有固定地盘、地理位置优越，且通过集中化的行政体系

和财政制度，有效抽取经济资源，从而最具军事实力的地方势力，终将战胜那些缺乏固定地

盘和资源分散的对手。因此，现代中国的国家形成，是集中化的政权建设通过各自地方势力

之间的角逐，由区域走向全国的自下而上的过程。北京政府时期伴随军阀势力消长的，除了政

治纷争和社会动荡之外，还有国家建设在区域层面的突破，其轨迹与世界史上现代国家形成过

程中的后起国相仿，即由强大的区域政权在建立统一、集中的全国政权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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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 1912—1928) 中央及地方各派系之间的政治和军事角逐，无论在国内

还是国外的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都曾一度成为重点议题之一。在国内，除了两套以《北洋军

阀》命名的资料丛书之外，有关此一时期军阀政治、军事和关键人物的著述次第出版。① 在西方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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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两套资料丛书分别为来新夏编《北洋军阀》，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以及中国史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编《北洋军阀》，武汉出版社 1990 年版。专著方面，参见李新、李宗一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2 编第 1 卷、第 2 编第 2 卷，中华书局

1987 年版; 杨天石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2 编第 5 卷，中华书局 1996 年版; 汪朝光主编《中华民国史》第 4 卷，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罗志田等著《中华民国史》第 5 卷，中华书局 2011 年版; 曾宪林等著《北洋军阀史》，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 郭剑林主编《北洋

政府简史》，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 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南开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 潘荣《北洋军阀史论稿》，中国文史

出版社 2007 年版。人物研究方面，参见王鸿宾主编《张作霖和奉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版; 黄征等著《段祺瑞与皖系军

阀》，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0 年版; 吕伟俊《冯国璋与直系军阀》，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3 年版。近年来作为大众读物的军阀人物传记

虽然屡见不鲜，但多为故事堆砌，学术价值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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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美国，此一专题的研究也曾在 1970 年代至 1990 年代初兴盛一时，关于各个主要派系及其首领

的活动，均有专著出现。① 但近二十多年来，随着中西史学界的兴趣从政治史特别是宏观的政治事

件和主要历史人物，转移到更为具体的历史现象或制度、观念的研究，传统意义上的北洋军阀政治

和军事研究已经趋淡。在国内史学界，虽然有关北京政府时期的人物、制度，全国及各地经济、社
会、文化变迁的论著仍层出不穷，但专门探讨此一时期军阀政治和军事的有份量的研究已不多见。
英文学术界更是如此，除少数关于民国史的著述涉及北京政府时期，研究军阀现象和相关人物的学

术著述更属凤毛麟角。②

本文试图在国内外现有研究基础上，对北京政府时期各军阀派系的兴衰过程重新梳理，但出发

点和视角跟过去有所不同。大体上，以往对北洋军阀历史的认识，多被置于革命史或现代化史的叙

事架构之下。在革命史叙事里，北洋时期相关著述的主调是突出军事割据、政治分裂、对外妥协和

社会动荡，从而为以五四运动为中心的思想解放和以国民革命为起点的政治变革大潮的涌动起铺

垫作用。③ 而在现代化叙事里，关注的焦点从过去的消极、负面的内容转向较为正面、向上的内容，

诸如政府、法律、出版、教育、工商业和市政建设等从传统走向近代的种种迹象。④

本文则把侧重点放在影响北京政府时期军阀势力兴衰的一些较为关键但过去未受到足够重视

的因素，并把此一历史过程置于世界史特别是现代国家形成的视野下加以分析。所谓现代国家的

形成，作为一个政治学和历史学界的议题，兴起于 1970 年代。由于不满于流行一时的现代化理论

对所谓政治现代化的抽象空洞乃至意识形态化的描述，一些立场持中或偏左的学者倡导回到历史

过程之中，重新认识欧洲现代国家的成长过程。最早的研究突出了战争在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关键

作用，认为正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交战，驱动这些国家为了抽取用于战争的财源而走向权力集中

化、政府体系科层化和军队的常规化、正规化，同时也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使欧洲从原来数百个

大小不等、形式不一的政治实体，经过数百年的兼并、重组，到 19 世纪变成了由数十个主权国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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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关于军阀政治的综合研究，参见 Lucian Pye，Warlord Politics: Conflict and Coalition in the Modernization of Ｒepublican China
( New York: Praeger，1971) ; James Sheridan，China in Disintegration: The Ｒepublican Era in Chinese History，1912—1949(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75) ; Hsi-sheng Ch'i，Warlord Politics in China，1916—1928，(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6) ; Anderw
J. Nathan，Beijing Politics，1918—1923: Factionalism and the Failure of Constitutionalism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6) ; Jerome Ch'en，The Military-Gentry Coalition: China under the Warlords，(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York University Joint
Center on Modern East Asia，1979) ，本书中文版参见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80 年版; Diana Lary，Warlord Soldiers: Chinese Common Soldiers，1911—1937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5 ) ;

Edward McCord，The Power of the Gun: The Emergence of Modern Chinese Warlordism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3) 。
关于具体派系及其首领的研究，见 James Sheridan，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 Donald Gillin，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1911—1949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67 ) ; Ｒobert
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Ｒepublic (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 ) ; Diana Lary，Ｒ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4) ; Gavan MaCormack，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1911—1928 (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7) ; Odoric Y. K. Wou，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
fu，1916—39 ( Folkestone: Dawson，1978) 。已被本文引用的相关论著详见文中注释，这里不一一列举。

Arthur 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 (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5) ; Ｒonald Suleski，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China: Tradition，Modernization，and Manchuria ( New York: Peter Lang，2002) ;

Edward McCord，Military Force and Elite Power in the 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 New York: Ｒoutledge，2014) .
参见 James Sheridan，China in Disintegration; Diana Lary，Warlord Soldiers; 来新夏《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福建论坛》

2000 年第 2 期; 胡玉海《近代中国军阀政治的形成及特征》，《社会科学辑刊》2003 年第 1 期。
参见 Lucian Pye，Warlord Politics; Arthur Waldron，From War to Nationalism: China's Turning Point，1924—1925; 刘会军《北

洋军阀政府政治制度新论》，《史学集刊》2001 年第 3 期; 李秀清《近代中国联邦制的理论和实践———北洋军阀时期省宪运动述

评》，《环球法律评论》2001 年冬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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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国际体系。① 而在战争背后，各个国家所处的特定的地缘格局、财政状况以及由此所产生的

军事实力，驱动各方展开角逐或结盟，最终决定军事较量的胜负和国家形成的结局。最近几十年来

关于欧洲现代国家形成过程的研究，主要在这些方面着力，并且将那些形成中的现代政权称做“财

政—军事国家”( fiscal-military states) 。② 随着研究的深化，关注的焦点也从当初的财政和军事变革

内容本身，转向寻找财政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关联③，或者另辟蹊径，从欧洲国家中世纪以来的

政治文化传统和法律制度的演变中寻找现代国家的起源。④

对近现代中国的国家变革历史的认识，当然不可照搬源自欧洲历史经验的研究路径和相关概

念。中国与欧洲( 主要是西欧) 各国的早期近代( 15 世纪晚期至 18 世纪晚期) 以及近代( 18 世纪晚

期工业革命发轫以来) 历史的最大不同在于，中国到 18 世纪中叶亦即清朝的鼎盛期，已经形成了

比较固定的疆域，与周边各国划界相对明确，并拥有一个高度集权的官僚制的政府体系以及一支庞

大的常备军。此时的欧洲刚刚形成独具特色的受“国际法”制约的“主权国家”体系，中国虽然身处

这一体系之外，但是已经具备欧洲各国经过数百年的“国家形成”过程才发展起来的一些最基本特

性，所以不妨谓之“疆域国家”( territorial state) ，以区别于欧洲的“主权国家”。或因其具备与早期

近代欧洲国家相仿的若干基本特征，而谓之“早期近代疆域国家”( early modern territorial state) 。中

国的现代国家形成，实际上是一个从早期近代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的过程，而不同于大多

数欧洲国家经过帝国的衰落和裂变、国与国之间的竞争和重组，向民族国家过渡的过程。⑤ 不过，

关于近代欧洲国家的形成历史的研究，在方法论方面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特别是其对地缘政治和

财政构造所起作用的重视。所谓地缘政治，主要是指处于竞争中的政治实体所控制的特定地域的

位置和规模、该地域所拥有的人力物力资源，以及与其他竞争对象之间所构成的战略关系; 而财政

构造则指政治实体赖以运作的收入、支出的结构、渠道和规模，尤其是主要由税收和信贷所构成的

财力及其对国家的军事实力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地缘政治和财政构造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因为它

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态势和结局以及现代国家的形成路径。那些具备地缘优

势和财政实力的国家，往往会打造一支比其对手更为强大的军队，通过战争击败乃至消灭对手，成

为竞争中的赢家; 而条件相反的竞争者则会成为输家，遭受前者的吞并或支配。
从地缘和财政的角度理解军阀势力的消长，对于理解近现代中国国家转型的独特路径有其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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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Charles Tilly ( ed. ) ，The Formation of National States in Western Europ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5) .
John Brewer，The Sinews of Power: War，Money and the English State，1688—1783 ( London: Ｒoutledge，1989) .

Jan Glete，War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Spain，the Dutch Ｒepublic and Sweden as Fiscal-Military States，1500—1660
( New York: Ｒoutledge，2002) ; Michael Mann，The Sources of Social Power，Vol. 1: A History of Power from the Beginning to A. D. 1760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 ; Karen Ｒasler and William Thompson，War and State Making: The Shaping of the Global
Powers ( Boston: Unwin Hyman，1989) ; Brian Downing，The Military Ｒevolution and Political Change: Origins of Democracy and Autocracy
in Early Modern Europ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 ; Christopher Storrs ( ed. ) ，The Fiscal-Military State in Eighteenth-
Century Europe: Essays in Honor of P. G. M. Dickson ( Burlington: Ashgate，2009) .

Charles Tilly，Coercion，Capital，and European States，AD 990—1992 ( Malden: Blackwell，1990) .
Thomas Ertman，Birth of the Leviathan: Building States and Ｒegimes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op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7) ; Joseph Ｒ Strayer，On the Medieval Origins of the Modern State (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35—89; Martin van Creveld，The Ｒise and Decline of the State (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pp. 126—
184; Alan Harding，Medieval Law and the Foundations of the State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2) ，pp. 295—335; Ｒichard
W. Kaeuper，War，Justice，and Public Order: England and France in the Later Middle Ages (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

pp. 134—184; Gerald Harriss，“Political Society and the Growth of Government in Late Medieval England，”Past ＆ Present，No. 138
( 1993) ，pp. 28—57; Steven Gunn，David Grummitt，and Hans Cools，“War and the State in Early Modern Europe: Widening the
Debate，”War in History，Vol. 15，No. 4( 2008) ，pp. 371—388.

参见李怀印《中国是怎样成为现代国家的? ———国家转型的宏观历史解读》，《开放时代》2017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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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北洋时期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承前，是因为在它之前的清朝数百年

间，中国曾经是一个具有若干早期近代特征的疆域国家，并且在其最后的半个世纪开启了向近代主

权国家过渡的过程，同时避免了所有其他帝国所经历的疆土四分五裂的结局，从而奠定了现代中国

作为一个主权国家赖以生存的疆域基础; 启后，是因为以 1926 年北伐战争为起点，特别是在 1927
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后，中国又重新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政治上走向统一和集权的过程，最终经

过历时数年的国共内战，在 1949 年基本完成了此一转型过程。从清朝经北洋到南京政府时期，现

代中国国家的形成是一个各历史环节相互连贯、不可隔断的过程。但过去学术界对北洋时期在现

代中国国家转型过程中的意义认识不足，对这一时期的历史的认知过多强调军阀混战和政治失序。
在解读各军阀势力的相互角逐和兴衰过程时，大体上侧重于以下两种因素的诠释。其一是军阀派

系内部的私人关系，即派系首领和各级军官之间的友朋、同僚、亲信、乡邻乃至血缘等纽带对派系的

形成和消长所起的作用，认为这在源自晚清北洋集团的各支军阀派系身上尤为明显，由此所形成的

军阀势力具有封建性和保守性。① 其二，对于 1920 年代由国民党所领导的或者受国民党影响的各

支地方政治军事势力的崛起，则较多地强调意识形态宣传和民众动员能力所起的作用，认为其具有

不同程度的进步性和革命性，不可与“旧军阀”同日而语。② 对于源自北洋军集团的各支旧军阀与

国民党旗帜下的新势力之间的不同，做这样的刻画大体上可以成立，但也不可过分强调它们的差

异。国民党首领蒋介石在其崛起和巩固个人权力过程中，同样依赖传统私人纽带，重用跟自己有同

乡、师生、亲属关系的下属，或用结拜方式拉拢各地军事首领。所谓旧军阀，也并非不讲意识形态。
部分派系首领在对外交涉时，为国家利益或个人名声计，往往持鲜明的民族主义立场; 而国民党的

早期领袖人物，也或许会为了自身集团一时的利益而丧失应有的民族立场。
因此，我们还需在私人关系或者意识形态之外，另从地缘和财政的角度，进一步认识北京政府

时期军阀势力的消长及其对现代中国国家转型的意义。对于军阀兴衰背后的核心动力，本文拟以

“集中化地方主义”( centralized localism) 这一术语加以概括。首先，整个北京政府时期的各支竞争

势力，本质上是地方主义的。中央政府无论是在名义上还是实质上都已经大部分或者完全地失去

了对各地方的控制权; 各省的督军、都督、省长或其他名号的军政首领所组成的军阀派系各霸一方，

控制了所在区域的军事、财政和行政权力和资源。其次，这些军阀势力或派系能否或者究竟在多大

程度上击败自己的对手，成为竞争中的赢家，端看其内部政权建设的集中化程度，亦即在其所置身

的特定地域内，动员和利用各项资源，打造其财政和军事实力的能力。那些拥有固定地盘，且地理

位置优越，同时又通过建立高度集权的行政制度、正规化的军队组织、有效的社会控制体系，更重要

的是依靠有效的税收制度和信贷杠杆，从而积聚了雄厚财力的地方政权，最具军事竞争的潜力，终

将在各地方势力的角逐中脱颖而出; 而那些没有固定地盘且未致力打造高度集中化的资源动员和

抽取机制的地方势力，将会在竞争中败北。最具竞争力的一方，总是地缘优势最为明显、资源动员

机制的集中化程度最高的一方，它击败所有对手，使自己由地方政权变成全国政权。现代中国国家

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集中化的政权建设通过各地方势力之间的角逐，由区域走向全国的过程，并非

遵循欧洲先行者们所经历的自上而下的路径( 比如法国和英国，其国家权力的集中化和行政体系

的科层化均系从中央向地方拓展) ; 相反，在清末“新政”时期自上而下的类似实验失败后，中国所

走的是自下而上的路径，一如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家建设的后起者，由强大的区域政权在统一

国家和建立全国政府的过程中起带头作用。

07

①
②

参见来新夏《北洋军阀集团的特点》，《福建论坛》2000 年第 2 期; 莫建来《论皖系军阀的形成》，《安徽史学》2006 年第 1 期。
参见罗志田《南北新旧与北伐成功的再诠释》，《开放时代》2000 年第 9 期; 陈志让《军绅政权》，第 150—15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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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军阀竞争中的财政与军事

( 一) 中央与各省

民国早期军阀派系的崛起，源自晚清财政和军事权力的下移趋势。太平天国以后，清廷力图规

复用来集中控制各省税收的京饷和协饷制度，同时还要求各省完成以下两项义务: ( 1 ) 专项经费，

即同治之后每年上交中央的用于具体军政项目的固定款项; ( 2) 摊派，即强制性地分摊外债和战争

赔款，始于 1895 年中日战争后，1901 年后急剧增长。①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清廷不断尝试将各

省所征收和管理的田赋、海关税和各种捐费加以规范化和集中化。清末数年间调查各省财政状况

的一系列行为，更导致正式上报的地方财政收入急剧增长。盐税在集中管理之后，也很快超过了田

赋和海关税，成为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此外中央还力图建立一个近代预算体制。然而，辛亥革命

的爆发中断了通往财政集权化的所有进展。
在 1912 年和 1913 年，北京的民国政府每年只有区区几百万元可供支配，且大多来自邻近省

份的盐税和内地关税，然而其行政和军事开销却高达每月四五百万。② 满足政府财政需求的唯

一办法是举借外债和发行国债，其中最大宗便是 1913 年 4 月由五国银行团向袁世凯政府提供

的 2500 万英镑( 相当于 2. 483 亿元) “善后大借款”。接下来的几年中，在加强对各省的控制之

后，袁世凯重新建立财政摊派系统，各省每年必须向北京提交固定数额的地方税款。“中央解

款”则从 1913 年的 560 万元增至 1914 年的 1400 万元，1915 年更达 1902 万元。此外，袁政府还

从各省获得被指定为中央政府的专属税款 ( 即“中央专款”) ，包括契税、印花税、盐税和烟草销

售执照税及销售佣金，其数额也在逐渐增加，至 1915 年超过 1870 万元，1916 年增至 2440 万元。
上述各种税源加在一起，使得袁世凯政府从各省获得的收入，在 1915 年达到近 3800 万元，1916
年超过 4300 万元( 约 3000 万两) ，远远超过 19 世纪末各省上缴清廷的专款 ( 2200 万两) 。③ 所

有这些，对致力于财政和军事的重新集权的袁政府来说，是相当大的成就。在镇压南方各省国民

党势力之后，袁的影响力如日中天，似乎已经成为最有能力在中国重建政治秩序的领袖。
然而，1916 年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失败及其去世，为接下来十年间各派系之间的权力竞争打开

了大门。虽然中央政府依然存在，但其财政十分脆弱，因为 1922 年以后各省供款( 解款和中央专

款) 不复存在，而且 1921 年以后来自“关余”( 大部分海关税被海关税务司保留作为偿还外债和战

争赔款) 的财政收入也因为用来抵押公债而消失殆尽。④ “盐余”( 1913 年以后大部分盐税也被留

作偿还外债) 在 1910 年代曾是国内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到 1920 年代也在减少，至 1926 年已不足

900 万元。因此，北京政府不得不日益依赖外国借款和发行公债，但随着政府的举借能力下降，其

财政收入也从 1917 年 1. 37 亿元左右缩减到 1922 年的 1. 26 亿元左右，到 1926 年只有约 2900 万元

( 表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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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刘增合《“财”与“政”: 清季财政改制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年版，第 49—58 页; 史志宏、徐毅《晚

清财政: 1851—1894》，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24—141 页;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 年

版，第 242—244，389—396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3 辑第 1 编，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87 页; 贾士毅:《民国

财政史》，商务印书馆 1934 年版，第 45—46、170 页。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 371 页。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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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民国中央政府的岁入( 1912—1929) 单位: 千元

年份 海关税
常关税 /

统税
盐税

中央

解款

中央

专款
印花税 烟酒税

外国

借款
公债 国库券

银行

贷款

实际

岁入

1912 111700 6200 0
1913 5600 331900 6800 2200
1914 14000 33500 25000 10100
1915 6000 31389 19018 18748 1600 25800 400 1160 130678
1916 6000 18875 24400 35100 8800 1800 0
1917 10800 5000 15472 10360 2000 6000 68800 10500 200 8000 137000
1918 2700 4200 52800 6043 5755 2000 4000 126200 139400 7000 0 350000
1919 21700 4800 43300 5553 4245 2000 2673 34000 28400 5300 669 153000
1920 17800 3500 36100 4917 4245 1500 2230 36200 122000 24700 2736 256000
1921 0 3600 29500 2959 4245 800 1784 27400 115400 29000 45163 260000
1922 0 690 21000 0 0 750 1450 9700 83200 2200 6885 126000
1923 0 718 20000 0 0 720 1400 31000 5000 3500 5858 68000
1924 0 668 15000 0 0 720 1400 16200 5200 100 185 39000
1925 0 668 12000 0 0 720 1400 125900 23000 0 16000
1926 0 668 8900 720 1400 1900 15400 29000
1927 12500 600 20800 70000 148256
1928 179142 27691 29542 14544 3034 3549 44506 24048 28078 434440
1929 275545 36567 122146 11385 5427 6831 90511 539005

资料来源: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 7—8、10、12、15—16、22、45、47、64、104、107、109、112、150 页;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
( 一) ，第 55—63、158—159 页;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 二) ，商务印书馆 1933 年版，第 160—170、199—206、296—299、409—410、
556—559 页; 贾士毅:《民国财政史》，第 60—61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3 辑第 1 编，第 197—
200，212—216 页;《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 5 辑第 1 编第 1 册，第 547—549、551—553、565—567、572—581、599—600 页; Arthur
N. Young，China's Nation － Building Effort，1927—1937: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Ｒec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1971) ，pp. 38，52，

56，73。说明: 1912 至 1926 年数据为银元; 1928 年前的海关税和盐税为关余和盐余; 1928 年前为常关税，1928 年起为统税。

与北京政府的匮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各省军阀的财政和军事力量的稳步增长。按照来新夏等

学者的说法，北洋军阀三大派系在 1920 年 6 月直皖战争爆发前夕分别控制如下省份: ( 1) 皖系，占

据山东、山西、安徽、浙江、福建、陕西、甘肃和新疆八省以及热河、察哈尔等区; ( 2) 直系，控制直隶、
江苏、河南、湖北和江西五省以及绥远、宁夏等区; ( 3) 奉系，统治东北奉天、吉林和黑龙江三省。①

此外还有一些势力较小的派系，如占据广西的桂系( 包括一度控制两广的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

和 1924 年以后李宗仁等为首的新桂系) ，以及控制云南且一度占据贵州的滇系。
( 二) 奉系之崛起

就财政力量而言，前两个派系不相上下: 皖系八省两区的税收总额约 5400 万元，而直系五省两

区的总额近 5100 万元。② 皖系和直系的财政收入如此接近，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解释为什么它们各

自的军力在 1920 年 6 月战争前夕旗鼓相当，皖系军队 55000 人，直系军队 56000 人。③ 相形之下，

奉系似乎稍显弱势，财政收入只有 2600 万元。但是皖系和直系也有自身的弱点。两个派系各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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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第 594 页。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 一) ，商务印书馆 1932 年版，第 138—139 页。
来新夏等著:《北洋军阀史》，第 618—61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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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领，即段祺瑞和冯国璋，曾是袁世凯最能干和最受信任的下属，但两人自袁在世时便已相互竞争。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控制了中央政府，并依靠督军们对他的效忠一度控制上述

八省两区; 冯国璋则是最富庶的江苏省督军，并与长江流域各省督军结成联盟，直至 1918 年 10 月

同时担任北京政府的副总统和代理总统。但是，各省督军在段祺瑞或冯国璋( 以及 1919 年冯死后

的曹锟) 领导下所形成的派系，只是基于他们各自与两个领袖的私人关系。段祺瑞或冯国璋之所

以能够建立各自的派系，只是借助他们在北京政府的职位，来任命或推荐自己所信任的人作为其势

力范围内的各省督军; 一旦他们在任命督军时起了冲突，则不得不进行协商，来实现各自引荐人选

的总体平衡。当两个派系发生战争时，这种私人网络和对派系领导者的忠诚确实起到了作用; 对于

督军们来说，参战是维持其自身位置和军事力量的最好方式。然而，无论是段祺瑞还是冯国璋，都

没能将各自派系转变成一个自成一体的财政军事实体。各个督军完全控制着各自的军队，并负责

筹集足够款项来供养自己的士兵; 他们也完全控制了所辖省内的财政税收，不愿意上缴中央。简而

言之，皖系和直系从根本上说是军阀之间的松散联合体，并没有高度集权的行政或军事机制把各省

督军结合在一起，保持高度的团体凝聚力。1926 年至 1927 年，直系之所以失去对长江流域的控

制，正是因为这个派系的核心成员( 湖北的吴佩孚和江苏的孙传芳) 未能一致行动对抗其共同的对

手，结果被国民党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阻碍皖系或直系建立起集权式财政军事实体的另一个原

因，是这些派系所属各省在地理上分布于不同区域，与敌对派系的省份交织在一起。这种分散性，

不仅将各省暴露在敌人的军事攻击下，而且妨碍同一派系内部各省调动自身资源。
奉系的情况截然不同。其领袖张作霖自辛亥后便控制了驻守奉天省的新军 27 师，并以此为

根基占据了奉天督军和省长职位，1916 年后又新建第 29 师，吞并第 28 师。在完全控制了奉天之

后，张作霖通过举荐姻亲鲍贵卿成为黑龙江省的督军，于 1917 年将其势力范围伸展至该省。张

作霖自己也接受了北京的任命，于 1918 年担任东三省巡阅使，正式成为东北的军政统治者。通

过任命亲信担任督军以控制邻近的省份，就此而言，张作霖与皖系和直系领袖建立各自派系的做

法并无区别。张作霖本人也谈不上有什么政治理念或原则，但他重用那些对他忠心不二的下属，

因此能吸引不少人才。① 不过张氏之所以能在各军阀派系的角逐中最终胜出，主要还是因为他充

分利用东北相对孤立的地理位置，将东北三省变成了一个独立的且在行政、财政和军事上高度集权

的实体。
为实现这一目标，张作霖于 1922 年 4 月直奉战争失利之后，宣告独立于北京政府，切断东三省

与直系控制的中央政府的政治联系。1922 年 9 月，张作霖引进公务员考试制度，依据个人能力招

纳不同层次的政府官员，力图使东北的行政体制正规化。张作霖还改组了自己的军队，用日本或北

京军校毕业生替换了大部分土匪出身的中低级军官; 扩大了东北讲武堂的规模，以培训自己的军

官，并召集高中毕业生进行集训，为服役做好准备。为根除军队中的私人网络( 高级军官多为结拜

兄弟) ，张作霖把原有的三个师( 第 27、28、29 师) 和新成立的一个师重组为 27 个混成旅和 5 个骑

兵旅，任命自己的亲信为其领导。② 东北的行政和军事统一对奉系意义重大，它避免了三省之间的

内部冲突，确保了政治稳定和社会秩序，让东北免于困扰关内各省的频仍战乱，还能让张作霖调动

三省资源，实现其战略目标。为了扩大和维持军力，张作霖通过几个渠道来创造财政收入。除了征

收田赋和工商税之外，奉系还从事大规模政府投资，范围包括矿业、木料、纺织、电力、制糖和国防工

业，最重要的是铁路网建设。它还使用金融工具，以创造额外税收，如发行公债，印制“奉票”，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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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Gavan MaCormack，Chang Tso-Lin in Northeast China，1911—1928，p. 243.
参见郝秉让《奉系军事》，辽海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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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至 1924 年初一直保持币值稳定，因而在东北地区广为流通。①

简言之，奉系的强项，在于能将东三省整合成单一的行政、财政和军事实体。这个实体中的三

个省，分开来看，没有一个算得上是中国的富省。例如，1925 年江苏省预算收入 1660 万元，远高于

奉天省( 东北三省中最富的省) ; 另外两个内地省份( 四川和广东) 的岁入高于或接近奉天( 表 2 ) 。
但是问题在于，对于关内各军阀派系来说，同一个派系内部各省的财政资源均落入控制该省的督军

手里，没有任何一个派系领袖能够一手控制所辖各省的全部资源。而在控制了整个东北之后，张作

霖能够从所有三省中抽取财政资源以供其军备建设; 三省的年收入总额达 2730 万元( 表 2) ，这还

未包括他通过发行公债和印刷纸币创造的额外收入。因此，他的财力超过关内任何一个督军。

表 2 1925 年各省岁入岁出预算 单位: 银元

省份 田赋 货物税 地方税 地方杂费
官营企业

收入
杂项收入 岁入总额 军费 岁出总额

直隶 5809139 926790 1592809 270384 460436 282605 9342163 6692844 10961692

奉天 4086999 5049778 1359044 300644 1597089 12393554 6918538 10131248

吉林 2157052 3770359 2041420 117 255876 8224824 8686404 11930995

黑龙江 1483047 3270218 1153793 43606 656815 60253 6667732 5641262 7818573

山东 8135171 797364 1281933 3500 2860 185441 10406269 13800000 17306301
河南 5471148 846000 1186134 680000 10203 133788 9327273 16817253 19824134

山西 5929289 743980 622423 40000 7335692 5636044 8021263

陕西 3643281 1010000 195943 4849224 2468226 4328662

甘肃 1467451 997067 349561 129800 3776 10850 2958505 3051569 5258741
新疆 1590412 472401 377129 34551 86062 2560555 3331116 4882701

江苏 8496046 6428507 1620000 64612 168150 16777315 6122374 14892393

安徽 3822137 1538700 1370800 30380 6762017 3800305 6472491

江西 4355234 2572511 889407 20000 376964 8214116 9528914 12156409

湖北 2659757 3223227 1605265 568465 31250 8087964 8130415 10974811

湖南 2801952 2352456 702990 60000 5917398 3564014 6989338
四川 6861394 819402 4466484 132287 265000 12544567 26296358 30061790

浙江 5928980 1819822 869000 2240475 319591 11177868 9876625 14371463

福建 3235290 1430000 1167054 240974 6073318 10624000 13204829

广东 3889585 4562179 3302274 447285 135860 12337183 15959398 19662056

广西 2324800 1435441 283100 10800 50000 4104141 5673435 7469452
云南 1153377 642015 263169 145815 13692 2218068 2131416 4260138

贵州 739313 461289 295481 1496102 2814300 4489078

热河 157204 364148 295986 18000 52000 71761 959099 997208 1575683

察哈尔 445572 72140 47734 64103 629549 1245538 1796439

绥远 94338 66290 58921 262386 4284 44865 531084 709864 1072115
总计 87515719 45428798 28942549 4768718 1873283 4561630 173333992 182418613 253797479

资料来源: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 一) ，第 146—15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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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onald Suleski，Civil Government in Warlord China: Tradition，Modernization，and Manchuria，pp. 47—49． 参见孔经纬、傅笑枫

《奉系军阀官僚资本》，吉林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41—4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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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与关内的地理隔绝，也有助于张氏在与内地军阀派系的争斗中取胜。在控制东三省之后，

张便介入与华北、华东地区军阀的对抗，借此来扩展其军事和政治影响力。他会趁各军阀派系互斗

之际，冒险出兵关内。一旦失着，可轻易地从关内抽身而退，保持其在关外的基地毫发无损; 然后再

集中全力，在东北积蓄足够的财力和军力，等待下一个入关时机。在关内各支军阀连年混战、耗尽

资源之后，他确实成功了。这种地缘优势，加上奉系与关内各派系在财政构造方面的不同，以及由

此所带来的军事实力上的差异，使得奉系最终在中国北方各支军阀中胜出，并控制住北京政府。
( 三) 小省强人

事实上，利用地理隔绝的优势，建立一个高度集权的财政和军事实体，并在与其他军阀派系的

竞争中胜出，奉系并非其中唯一的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山西省。山西省面积虽小，但易守难攻。整

个民国时期，它一直处于强人阎锡山的控制之下。阎锡山作为督军统治山西始于辛亥革命后，在

1917 年控制了省内的所有武装力量。像所有军阀一样，阎锡山通过大力扩张军队来建立其权力基

础，其军队从 1916 年前不过 7000 人，增长到 1917 年约 2 万人，到 1930 年已超过 20 万人，他也因此

成为华北地区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少数几个地方实力派之一。①

阎锡山之所以能长期据守山西，固然得益于其本人在各方势力的角逐中善于骑墙、随机应变，

加上该省经济落后，对省外的军事强人也没有多大吸引力; 不过根本原因还在于他充分利用山西地

理位置封闭的有利条件，在全省范围内建设和维持一个高效且高度集权的政治军事体系，使其在日

本入侵之前，基本上免于社会动荡和战火蔓延。他将亲信安插在关键的军事职位上，这些人多来自

其故乡五台，或者至少来自省内。但是，他也注重官员们的个人才能，任用一些符合条件的应征人

员，而不论其地域来源。其中许多人因此从普通百姓晋升高级职位，并对阎锡山终身感戴。为了把

乡村地区纳入其有效控制，阎推动了所谓的“村本政治”，乡村社区借此进行“编村”，每村包含约

300 户，分成若干闾，每闾再分成五邻，每邻为五户。这些组织的首领承担起本地治安、征税和帮助

政府征兵的责任。村本政治的目标，是所谓“兵农合一”，即为了备战而将乡村社会军事化。
为了把山西建成一个独立的行政和军事体系，阎锡山还投入相当大的精力，促进当地经济的持

续发展和自给自足。他在乡村倡办“六政”( 即水利、植树、蚕桑、禁烟、天足和剪辫) 和“三事”( 种

棉、造林和畜牧) 。② 其政府还在现代工业和交通方面进行大规模投资，于 1930 年代初成立西北实

业公司，经营范围囊括采矿、冶炼、发电、机械、化学、建筑材料、纺织、皮革以及消费品制造各行业。
但最重要和最成功的项目则是著名的太原兵工厂，为 1920 年代至 1930 年代中国三大兵工厂之一

( 其他两所位于湖北汉阳和奉天沈阳) 。到 1920 年代末，通过动员乡村人口和发挥兵工厂的能量，

阎锡山已使其军队上升为华北三大势力之一( 另两支则为奉系和冯玉祥所部) 。
广西省的例子也可以看出地缘的安全屏障和地盘的集权控制，对于军阀们生存和做强的重要

性。广西位于西南边陲，位置偏远且相对孤立，也为胸怀大志的地方强人们提供了有利条件。广西

的军事强人最初是陆荣廷，自 1911 年起他便统治该省长达十年，后来因其成功剿匪和维持地方安

宁，而被当地人怀念。陆荣廷于 1917 年打败广东的竞争对手，统治这一邻省长达三年，其影响力也

达到鼎盛。然而，广西作为其根据地毕竟资源有限，制约了他的军事扩张，很大程度上导致他无力

面对广东新兴势力的竞争( 其核心指挥官的倒戈对他更是致命一击) 。相比之下，1924 年以后取代

他统治广西的新军阀们更加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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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中共中央党校本书编写组《阎锡山评传》，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 年版; Donald Gillin，Warlord: Yen Hsi-Shan in
Shansi Province，1911—1949，pp. 19—29，103—124。

参见贺渊《1912—1927 年阎锡山治晋思想初探》，《近代史研究》1998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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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各省军阀常常为了独自控制某块地盘而相互争夺，广西的几位新强人李宗仁、白崇禧和黄

绍竑，却能非同寻常地联手合作，共同打造一支统一的政治军事力量———事实上，广西的有限地盘

和资源，使得他们中的任何一位都无法经得起内耗; 因此，对于他们来说，最好的生存策略就是合为

一体。① 新桂系非常清楚，这个贫穷省份的有限收入极大地制约了他们的军事潜力，所以他们采取

了与阎锡山在山西截然不同的办法来积蓄其财政和军事实力。这个办法被总结为“三自政策”: 一

是“自卫”，即军事建设。由于缺乏足够的财政收入来支撑一支相当规模的常备军，他们选取社会

军事化路径，推行所谓“三寓政策”，即“寓兵于团”“寓将于学”“寓征于募”。因此，在 1937 年卢沟

桥事变爆发后广西成为全国动员最快的省份，两个月内即招满足够的士兵，组建 4 个军和 40 个

团。② 二是“自治”，旨在清除腐败官员、培养合格干部; 更重要的是，在保甲制度下重建乡村社会，

由乡长或村长兼任学校校长和民团头领，力图建立高效、廉洁的基层政权。三是“自给”，即致力于

投资制造业、采矿业和交通项目，推动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林业和农业 。③ 有研究者提出，

新桂系的这套做法，不宜简单等同于区域主义( regionalism) ，因为其目标是使广西成为“一场民族

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这些桂系领导人既是区域主义者，又是民族主义者，相信“有层次的民族主

义”理念，即以当时的区域主义作为手段，以达到未来的民族主义目标。④

( 四) 赢家与输家

奉系、晋系和新桂系的相对成功，主要在其长期经营固定地盘和由此所产生的财政和军事实

力。它们均致力于打造高度集权的行政控制和资源抽取机制。除了征收田赋和货物税等传统办法

之外，它们皆投资现代工业和交通运输，利用现代金融工具来额外创收。但是奉系与晋、桂两系在

地理面积和经济规模上的差异，又使得它们各自的政权建设和军事扩张道路大相径庭。在广袤的

东北地区，现代工业和交通的快速发展，以及大量的工业产出，使得奉系有可能主要依靠货物税和

营业税，而不是田赋，来支撑其财政收入。1925 年，来源于货物和其他非农业部门的税收达到 1660
万元，是田赋的整整两倍。相形之下，山西和广西尽管也有工业化的努力，但其经济仍然以农业为

主。在广西，来自货物和非农业部门的税收只相当于其田赋收入的约 73%，山西更低至 23%。更

令人讶异的是奉系与晋、桂两系在全年税收绝对值上的对比。1925 年，奉系三省的财政收入总计

为 2730 万元，而晋系只有约 730 万元，桂系不足 410 万元( 表 2) 。所有这些当然只是预算的数字，

可能低于各自的实际收入，但却显示了它们之间的差距，因此奉系能够在军事方面花费更多便不足

为奇。它在 1925 年的军费预算超过 2100 万元，大约是晋系和桂系军费的三倍。对这两个较小的

派系来说，由于缺乏足够的军费，军事建设不得不借助社会军事化这样一种更省钱的办法，即整编

乡村人口，广泛建立民团，使其随时可供动员和招募。
与赢家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些因缺乏上述各种优势而失利的军阀派系或省份。其中之一是

吴佩孚。吴在清末从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毕业后，从低级军官做起，跟随北洋将领曹锟，最终上升为

直系首领，到 1920 年代势力最强时曾拥兵数十万，纵横中原各省。但是，吴始终没有一个属于自己

的稳定地盘。尽管他在自己所控制的辖区内不择手段地征税，但其财政状况一直十分吃紧，最终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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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在某种程度上，这三个强人能够通力合作，也因为他们各自性格的完美互补。据说李仁厚大度，使他成为一位很受欢迎

的政治领袖; 白口才流利、足智多谋、坚决果断，使其成为一名出众的军事指挥官; 黄注重细节、讲求实际，使其成为一个很好的执

行者。参见王玉贵《试析新桂系久据民国政坛的原因》，《广西社会科学》1996 年第 3 期。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05 页。
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第 196—198 页; 谭肇毅:《新桂系论》，《广西社会科学》2009 年第 6 期; 谭肇

毅:《新桂系的“三自政策”》，《广西地方志》2010 年第 1 期。
Diana Lary，Ｒegion and Nation: The Kwangsi Clique in Chinese Politics，1925—1937，pp. 211—213.



李怀印 / 集中化地方主义与近代国家建设

各路势力的角逐中败北。① 更典型的例子是冯玉祥。他在 1920 年代末达到事业顶峰时，曾拥有一

支 40 多万人的军队，控制了华北和西北的大部分地区。然而，冯的最大弱点同样在于缺乏一个牢

固可靠的基地来支撑其军队。其军队从未在任何一块地方连续驻守超过三年，因此无法认真经营

地盘，改变当地的经济社会状态。尽管他曾尝试过各种办法，比如截留盐税、提高铁路运输费、在占

领区强制出售公债，但一直未能有效解决士兵给养问题。② 冯玉祥之所以能够扩张军力并纵横十

余年，直至 1930 年其军队才最终瓦解，部分原因在于他的策略具有高度的投机性，在与其他派系交

手的过程中频繁地倒戈、结盟、分裂、重组，但更重要的是 1925 年后获得苏联的慷慨援助。③ 在苏

联切断其供应之后，其竞争力大受影响。除了财政破产这一因素之外，同样致命的是其所控制的区

域支离破碎，因而冯从未能够认真整编所属各军、师、旅，加以集中控制。④

与那些成功的派系形成鲜明对比的第三个例子，是四川的各支军阀。事实上，四川有着产生一

个有全国竞争力的强势军阀的理想条件。该省地处西南边陲，有群山包围，与其他省份相对隔绝，

而其内部大面积的盆地是中国最肥沃的地区之一，有着高度发达的农业和高度密集的人口。在全

国各省中，四川的耕地面积最大( 1. 51 亿亩) ，人口最多( 4700 万) 。⑤ 该省的政府年度预算一直位

居全国第二，在 1910 年代末和 1920 年代约为 1250 万两，仅次于江苏省。⑥ 然而，正因为其面积如

此之大，又是如此重要的税源和士兵来源，省内省外的各路军阀都想各分一杯羹，结果没有任何一

路军阀可以独占全省。经过辛亥革命后的长年竞争和混乱之后，1918 至 1919 年出现所谓“防区

制”，使该省变得支离破碎。在这个制度下，全省被分成 15 个( 或更多) 防区，每个防区有若干个县

( 少则 9 或 10 个县，最多的达 33 县) 。各防区的部队给养均靠区内的税收。四川南部和成都市周

围的大多数防区，落入来自邻省云南和贵州的军阀之手; 其余防区则归四川本地势力。尽管有一个

省政府存在，各防区的军阀都把所占地盘变成自己的独立王国，自行委任区内的政府官员、征税并

截留那些本应解送省政府或中央的税款。为保卫或扩大所在的防区，各路军阀年复一年地你争我

夺; 因此，四川的军事开销也是全国最高的，在 1925 年超过 2600 万元，是当年全省财政预算的两

倍。四川的分裂和混乱一直持续到 1935 年，才实现国民党政府统一控制。⑦ 在此之前，行政和军

事的分裂，使得任何一个四川军阀都无力在国内政治中发挥与该省的财富和人口相匹配的影响力。
再看在帝制和民国时期富甲全国的江苏省。在 1910 年代末和 1920 年代初，该省预算收入超

过 1600 万元，远远高于其他各省，而其实际财政收入也与预算相差无几，每年约在 1500 万元，这还

不包括从该省拨出的海关税和盐税( 总额超过 2000 万元) 。⑧ 但是有两个因素阻碍该省成为全国

范围内强大的军事竞争者。第一是地缘格局。江苏地处长江下游，平原遍布，与邻近各省之间没有

任何地理障碍可以用来隔绝和保护自己。作为中国最富饶的省份，它是外来军阀们争夺的目标，但

由于各派系的竞争，没有任何一个军阀能够长期独霸江苏。令军阀们无法以集权的方式持久控制

江苏的第二个因素，是该省存在一个强有力的绅商阶层，对军阀们试图从该省榨取过多税收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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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Odoric Y. K. Wou，Militarism in Modern China: The Career of Wu Pei-fu，1916—39，pp. 55—80.
刘敬忠:《国民军史纲》，人民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79—82、104—105、275、316、356—357 页。
至 1926 年 8 月止，苏联给冯玉祥的军队提供了 31500 支步枪，5100 万发子弹，272 支机关枪，60 门大炮，58000 发炮弹，还

有 10 架飞机( 刘敬忠:《国民军史纲》，第 369 页) 。另见 James Sheridan，Chinese Warlord: The Career of Feng Yu-hsiang，pp. 167。
刘敬忠:《国民军史纲》，第 342、397—400 页。
国民政府主计处统计局编:《中华民国统计提要》( 三十六年) ，1946 年印行，第 2、14 页。
贾士毅:《民国续财政史》( 一) ，第 139 页; 另见表 2。
事实上，此后中央的控制力仍然有限。至 1938 年刘湘死时，军阀主义依然在四川盛行。参见 Ｒobert Kapp，Szechwan and

the Chinese Ｒepublic，pp. 136—141。
沈嘉荣编:《江苏史纲》近代卷，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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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抵制。从民初至 1927 年，为了维持其合法性，统治江苏的军阀们一直很注意地方精英的舆论，

偶尔会向后者让步。当地士绅们提出“军民分治”“苏人治苏”，试图阻止督军干涉省内行政事务，

尤其是省政府的关键职位( 包括省长和财政厅长) 的任命，坚持应由本省人而不是由外省人来充

任。① 江苏绅商的顽强抵抗极大地限制了军阀们榨取地方资源和扩张势力的空间; 也正因为这一

事实，尽管该省的财政收入高于其他各省，但它在 1919 年的军费开支预算却只有 390 万元，占财政

收入的 23%。1925 年军费开支预算为 610 万元，占财政收入的 36%，仅相当于同年四川省军费开

支的 23%。相比之下，1919 年和 1925 年全国的军事开支分别占政府收入的 46%和 105%。②

二、为何广东国民党势力胜出

最后，让我们来看广东的情况。广东的繁荣程度和税收水平仅次于江苏。孙中山于 1917 年 8
月起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1921 年 4 月后任民国“非常大总统”，但影响力仅及于广东和广西。他

力图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以铲除军阀和统一中国，但屡遭失败。不过，在其去世仅一年后，国民革

命军便开始北伐，且出人意料地仅用不到十个月的时间，即打败了长江中下游的军阀，进一步北上

清除了关内的奉系势力，并于 1928 年 6 月推翻了北京政府。1928 年 12 月，东北军阀张学良宣告易

帜，服从新成立的南京国民政府，孙中山统一中国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国民革命军不同于军阀武装的地方，在其受苏俄的影响，用政党组织加强军队的凝聚力，以党

代表制消除军阀式的自行其是，避免军权分裂，同时注重以反帝、反军阀的意识形态灌输士兵，力图

克服下级对上级的私人忠诚，使部队成为所谓“党军”。③ 但国民革命军之所以能一路取胜，最主要

的原因是其无可匹敌的财政实力。其财力的发展分三个重要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在广东建立牢

固的财政—军事政权，使国民党势力得以发动北伐，并在数月内占领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和长江中下

游流域。第二步，是在占领上海后与江浙财阀结盟，通过不断出售公债来迅速增加财政收入，为国

民党持续北伐提供补给。第三步，是在 1928 年 12 月统一全国后恢复中国的关税自主，并很快使关

税成为中央政府最重要的财源，1920 年代末和 1930 年代初约占其全部岁入的 60% ( 表 1) 。
( 一) 广东与北伐

孙中山在广东屡遭失败，部分原因在其过于依赖地方军阀，而没有自己的军队。他先是寻求广

西军阀的支持，然而后者在控制了军政府之后，反而把他架空; 后来他又转向军阀陈炯明，结果陈炯

明坚决反对他的北伐主张，只想在当地经营地盘。孙还曾于 1922 年末试图联合奉系来打击直系，

后来又在冯玉祥于 1924 年 10 月打败吴佩孚并结束直系对北京政府的控制之后，试图与冯玉祥联

盟。正是在接受冯玉祥和其他强人的邀请、为了完成统一中国的使命而赶赴北京后不久，孙中山过

世了，给自己的追随者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遗嘱。
然而，导致孙中山失败的一个更根本的原因，是 1925 年前其政府没有足够的财政收入，而这又

与 1920 年代初广东支离破碎的政治地图有关。1923 年 2 月，孙在广西和云南军队的帮助下打败

陈炯明，回到广州，发现自己的命令只在广州一地有效; 广东的其他部分要么在陈的余部控制之下，

要么在云南、广西、湖南甚至远至河南的军队手中。结果，他的政府在 1924 年上半年只征收到 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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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的税款，多半是通过商人包税获得的，而财政部长们也因为在增加税收上的巨大困难，一个接

一个地辞职。孙的军事建设的转折点之一，是 1923 年 5 月后获得来自苏俄的财政援助和军事供

应，包括 1924 年 200 万卢布的贷款，1925 年价值 280 万卢布和 1926 年至少价值 284 万卢布的各种

援助。① 苏俄的援助，使孙有能力在 1924 年 5 月创立黄埔军校，组建包括军校学生在内的新部队，

于 1925 年 2 月和 10 月先后展开两次“东征”，最终击败了陈炯明和其他军阀势力，控制全省。
统一广东之后，国民党政权的财政收入逐年激增。1925 年，随着国民党迅速扩大对该省的控

制，其税收从上半年的大约 400 万元增至下半年的 1220 万元，全年税收超过 1600 万元，是 1924 年

( 860 万元) 的近两倍。在接下来的两年，国民党在广东的财政收入，增长更为显著，1926 年为 6900
万元，1927 年达 9650 万元，是 1924 年的十倍多，也是清末数年广东省岁入 ( 3740 万两) 的 2. 4
倍。② 不过，全省的统一并非国民党财政收入暴涨的唯一原因，更为重要的因素是宋子文所采取的

一系列财政措施。宋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1925 年 9 月担任国民党政权的财政部长和广

东省财政厅长。他的措施可以分成以下几类③: ( 1) 政府财政收支的集中化。例如从驻守各地的部

队手中接管征税权，终止商人包税，禁止各军政机构截留税款，向新占领区域派员建立地方财政机

构，直接对省政府负责。( 2) 征税机构的科层化。例如将现有的各自为政的印花税、赌博税、禁烟

税征收机关归财政部统一管理，在财政部内建立统计部以增强会计和审计能力，建立一个全省范围

内的武装来稽查商品走私; 最重要的是通过公开考试的方式招聘财政部公务员，并惩罚官员的腐败

行为。( 3) 主要税源的整顿。例如调整印花销售渠道，对酒精和鞭炮征收印花税，并对所有商品的

印花使用加以标准化( 1926 年的印花税从 60 万元增加到 304 万元) ，对煤油征收特别税( 在 1926
年下半年创造了 200 万元收入) ; 调查沿海的沙地并征税( 年度增额超过 100 万元) ，通过禁止走私

垄断鸦片销售( 该项来源的半年收入从 1925 年的 200 万元增至次年的 900 万余元) ; 调查并审计对

所有国内货物的厘金征收，1926 年 1 月增加税率 20%，次月再增加 30% ( 该项来源的年度收入因

此在 1926 年增加了两倍，达到近 1600 万元) ; 对所有货物征收“国内税”，普通商品税率为 2. 5%，

奢侈品税率为 5% ( 始于 1926 年底，每年约征收 500 万元) ; 发售公债( 到 1926 年 9 月达 2428 万

元) ，以取代过去靠中央银行发行大额纸币，从而保障了银行信用，也避免了通货膨胀。
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清单。这些措施汇聚在一起，创造了一个集权、有效的行政管理体

系，能够充分调动全省的财政资源( 该省的经济发达程度仅次于江苏，而在国内外贸易上甚至超越

后者) ，结果令人惊讶。自从宋担任财政部长的仅仅两年时间里，广东省的年度税收增加了十多

倍，到 1927 年已超过 9000 万元。在参与武力竞争的国内各派势力中，国民党的财力是最雄厚的。
多年以来，奉系曾是国内最具实力的派系，1920 年代中期东北三省的年度财政收入超过 2700

万元，其他军阀势力无法望其项背; 在 1924 年打败直系并控制北京政府以后，在华北已无任何对

手。但是国民党势力在广东的崛起改变了这一局势，而支撑国民党势力迅速崛起的，则是宋子文所

推动和建立的一个集权且富有效率的财政机器，调动了该省的各路资源，并使其发挥到极致。
宋在广东的财政手段是强硬的。作为该省的最大财源，厘金和杂税覆盖了几乎所有种类的商

品和服务，且税率之高前所未见。1925 年以后统治广西、后来加入北伐的李宗仁，因此如实地把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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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东的措施描绘为“竭泽而渔”“横征暴敛”。① 然而宋的政策奏效了，这些措施所产生的充足收

入，为国民党军队在 1926 年北伐成功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财政支撑。根据宋子文的一份财政状况报

告，1925 年 10 月至 1926 年 9 月，广东国民政府的财政收入总额达 8020 万元，其开支也增至 7830
万元，其中 6130 万元( 占 78. 3% ) 用于军事。直到 1926 年 11 月，当国民党完全占据湖南、江西、福
建和湖北省，并准备挺进河南和长江下游区域时，广东省依然是其获取税收的唯一来源。在北伐进

入河南、浙江和江苏之后，每月的军事和战争开支增加了 730 万元 。宋曾得意地声称，“唯历来革

命根据地唯有广东一省，以一省而供给中国全国革命之需用。最近纵横中原，北伐经费，全赖广

东”。② 无疑，北伐的成功与各种因素有关，包括国民党军队高涨的士气、严格的纪律以及民众的支

持，还有来自广西的军队及冯玉祥部队的合作，另一方面，也由于长江中下游的军阀们缺乏协调。
但是国民党军队之所以能够在战场上保持战力并获得胜利，关键在于其兵力的迅速扩充( 从北伐

开始时的 13 万人迅速发展到 1927 年初的 55 万人) ，武器和弹药的充足供应，以及对士兵们的慷慨

津贴③，如果没有来自广东省的无可匹敌的财政收入，所有这些均不可能发生。
( 二) 北伐之推进

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之间的裂痕，早在北伐之前便已显现。北伐期间，两派之间的紧张关系逐

渐加剧，发展成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在南京成立的国民政府之间的公开对抗。
蒋对自己所控制的城市中的共产党人进行了清洗。1927 年底，蒋在国民党内巩固了自己的权力，

最终战胜了国民党左派，于 1928 年 1 月恢复了总司令的职位，并在三个月之后重新开始北伐。
武汉国民政府之所以不能持久，跟自身所处的财政困境有关。1927 年 1 月国民政府从广州迁

至武汉不久，湖北便取代广东成为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在财政部长宋子文看来，在支撑了一年

的北伐之后，广东已是“孔需亟矣，罗掘俱穷”，让国民政府控制下的其他各省与广东一起共同分担

财政负担势在必行。④ 由于广东不再是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而在占领区实现财政统一之前，其

他省又不愿意贡献其财政收入，所以武汉国民政府只能靠湖北一省的税收。为了扩大政府收入，宋

在湖北尝试了许多曾在广东成功的措施。不幸的是，湖北的情况相当不同。在经受了不同军阀派

系之间十余年混战之后，该省的经济已经凋敝不堪; 因此，尽管在湖北施行了与广东类似的措施，武

汉国民政府在 1926 年 9 月到 1927 年 9 月间，只能从各种税收中获得约 1900 万元的财政收入，仅

相当于广东政府在 1926 年 9 月以前通过征税所获岁入的 34%。结果武汉政府不得不依靠发行公

债、向银行借款、印刷纸币作为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占同期财政收入总额的 84. 5% ) 。⑤ 但在

牢固控制该省之前，武汉国民政府难以获得当地商业和金融精英的合作。由于跟南京的国民党势

力关系趋于紧张，并遭到后者的贸易禁运，其财政更加吃紧。武汉政府因此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

禁止现金流出武汉，市面上只许使用武汉政府印制的纸币。但这些举措只会疏离本地商业精英，引

发通货膨胀，使经济状况进一步恶化。⑥ 在丧失了财政信用之后，武汉政府要通过发行公债或印刷

纸币来筹集资金越发困难，它很快便放弃了与华北军阀和长江下游蒋介石势力的竞争。
相比之下，蒋之所以能够崛起为国民党的新领袖，并在随后的北伐中战胜华北军阀，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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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是他控制了上海以及最富庶的长江下游地区，因而能够充分利用这一区域丰富的财政资源。
蒋出生于浙江，曾于 1920 年至 1921 年在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做过经纪人，该交易所由曾做过上海

总商会会长的虞洽卿经营，这些背景对他与那些多来自浙江的上海财阀们建立联系非常关键。为

了与蒋合作，虞很快于 1927 年 3 月创立了上海商业联合会，以取代曾经支持过军阀孙传芳的组织

紊乱的上海总商会，并表示他对蒋的国民党军队的公开支持。蒋抵达上海后，便采取行动清除共产

党。在 1927 年 4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两天之后，蒋正式成立苏沪财政委员会，15 名成员中有 10 位

系来自上海和江苏的商业和金融领袖，并由上海银行联合会主席陈光甫任主任委员，其主要职责便

是为国民政府筹集资金。作为交换，蒋允许该委员会在任命和管理国民政府的所有财政机构上有

完全的自主权。① 委员会的第一个举措，便是在 1927 年 4 月向蒋介石提供两笔短期贷款，数额均

为 300 万元。② 更大的一项举措，是支持国民政府在 1927 年 5 月发行 3000 万元的公债，由政府此

后通过提高海关税率 2. 5%所获得的额外收入作为担保。为此设立了一个由 14 人组成的委员会

来管理通过发行国债募集的资金，其成员多为来自江浙的商业领袖。③ 1927 年 10 月，国民政府又

发行 2400 万元国债，仍以海关税新增收入作为担保。④

然而，销售如此巨额的国债，对蒋和购买者都是一项巨大挑战。对蒋来说，要维持新成立的南

京政府，巩固对江浙的军事控制，都急需大量资金，通过出售公债及时募集足够的资金，“军政党务

之命脉全在于此”。为此，蒋在 1927 年 5 月写信求助于陈光甫: “党国存亡，民族荣辱，全在此举

( 指出售政府公债) 。”⑤而银行家和企业主们则试图以各种借口减少或拖延购买被分摊的公债。
因此，蒋不断采取强制性措施。例如，面对公债出售进展缓慢的局势，他强迫中国银行上海分行预

付 1000 万元以满足军事开销的紧急需求; 对曾为武汉国民政府提供资金的该分行经理，以“阻碍革

命”和“有意附逆”的罪名相威胁。⑥ 对于那些未按要求购买足够公债的企业主，他下令逮捕企业

主本人或其家人，还以其曾资助军阀的反革命活动为借口将其财产充公。⑦ 但这些胁迫手段只能

一时有效，不能成为其筹措资金的常规办法。因此，当 1927 年 10 月销售另一笔 4000 万元公债时，

因购买系自愿行为，进展极为缓慢。身陷与武汉国民政府旷日持久的对抗，加上北伐部队出师不

利，在徐州被北方军阀击败，蒋只好在 1927 年 8 月暂时辞去总司令职位，让武汉和南京之间进行和

解，也使自己有时间重新建立起与上海财阀之间的私人联系。⑧

不出众人所料，蒋在 1928 年 1 月重新上台，此时的局面已大为改观: 武汉国民政府成员已前往

南京，加入那里的国民政府; 蒋本人也于 1927 年 12 月与宋美龄完婚，成为宋子文的连襟; 最重要的

是，宋子文在蒋恢复总司令职位之前，便已接受了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职位。有了宋的帮助，南京

政府的财政状况在 1928 年迅速改善。自出任财政部长六个月之后，通过银行贷款、出售公债以及

征税等手段，宋子文为国民政府筹集资金计达 1. 9 亿元。⑨ 这笔巨额资金使得蒋可以再度北伐，并

于 1928 年 4 月对奉系发动全面攻势。在战争高潮期间，宋子文被要求每 5 天提供 160 万元。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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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他不仅做到了，而且所筹集的资金远多于规定数额。① 国民革命军于 1928 年 6 月占领北京，北

伐至此达到顶峰。南京国民政府于 6 月 15 日正式宣告全国统一。然而，这更多地是反映了国民党

的政治决心，而非国家的现实，因为奉系虽从北京撤退，却仍控制着东北三省。要挺进东北的广大

地区，击败奉系军队，这将是国民党人最具挑战性的任务。恰在此时，曾抵制日本控制东北的张作

霖，于 1928 年 6 月 4 日死于日本关东军所策划的爆炸中，其子张学良成为奉系的新领袖。张学良

于 1928 年 12 月 29 日正式接受南京政府的领导，全国各省由此正式统一于蒋介石麾下。

三、比较分析: 从区域到全国的建国路径

世界历史上中央集权的统一民族国家的崛起，大体上可分两种不同的路径。一是先行者如英

国、法国及其他一些西欧和西北欧国家。这些国家早在 10 － 13 世纪便通过征服实现了扩张和巩固

其领土的目标，进而形成涵盖全国的中央集权的君主制; 在接下来的几个世纪，它们通过消除各种

中间势力( 诸如教士、土地贵族、城市寡头或封建骑士) 的自主权，建立常备军以取代雇佣兵，并扩

大政府官僚机器，以增强其征税和军备能力，从而将君主对国家的间接统治变成了直接统治，由此

巩固了国家权力。另一路径流行于较晚才出现的那些现代民族国家，诸如德国、意大利以及 19 世

纪幸免于欧洲殖民统治的亚洲国家。这些国家在现代国家建设过程中最大的挑战，是其国土四分

五裂，多个区域性政权并存，或者由列强间接支配乃至直接统治其部分土地。所以，后进国的国家

建设，首先意味着统一国土，扫除外来支配势力。因此，不同于先行者的建国轨迹( 即国家权力自

上而下地向地方渗透) ，后进国的国家建设往往是从区域向全国铺展，始于地方财政—军事政权之

间的相互竞争。每个地方政权为求生存都致力于行政体系的集中化和军事的现代化，其中最强大

的一方在打败所有竞争对手或者驱逐外国势力之后最终崛起，建立了全国统治。德国和意大利均

沿着此一路径，在 1871 年次第完成统一。同一年，日本的大名也在推翻幕府后，纷纷将各自的领地

奉还新成立的中央政府。对于这些后进国来说，地方势力在现代国家建设中起了最具决定性的

作用。
作为近代国家建设的后来者，中国走的是自下而上的第二条道路，这里谓之“集中化地方主义”

( centralized localism) 。它源自晚清的“地方化集中主义”( localized centralism) ，人们很容易在太平天

国以后军事、财政和用人权力的下移，与民国初年省级军事强人和军阀派系的崛起之间，找到各种直

接或间接的联系。但是，它与晚清的地方化集中主义又有着根本的不同。首先，民初的地方势力拥有

自己的完全独立于中央的军队、财政乃至行政体系，且这种独立性是公开的、不加掩饰的，甚至是合法

的; 那些独霸一方的军事强人，都用自己所创设的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或纲领，为辖区内自成一体的

建设项目加以合法化。而 19 世纪后半期各省督抚的自主性通常都是以一种临时的权宜措施或者掩

蔽的、不合法的手法出现的。其次，更为重要的是，它们与中央政权的关系完全不同。晚清的中央政

权虽然不能完全掌握地方的财源及那些作为权宜之计而设置的临时机构的用人权，后来也无法控制

“新军”内部中下层军官的任免，但是，清廷始终控制了那些封疆大吏以及清末新设置的军政机构关键

职位的任免权; 对于中央与地方之间的财政收入的再分配以及军队的调配和使用，也有最终的决定

权。地方疆吏只能在中央许可或容忍的范围内，在自己的辖区内便宜行事，但绝不能公开对抗中央。
归根到底，晚清的中央与地方关系，仍具有“集中主义”的根本特征，地方的自主性是在中央集权的前

提下存在和运作的。而民初的地方强人和派系首领，则拥有对辖区内的军事、财政资源和行政体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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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控制权，可以不听命于中央，甚至公开与中央叫板，以武力推翻当政者，具有“地方主义”的本质特

征。最后，晚清地方化集中主义虽然对于整个王朝在内乱和外患中存续下来甚至一度走向“中兴”至

关重要，但是也导致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变得日益脆弱。一旦掌控地方资源的汉人精英失去对朝廷的

认同，这种控制便不再有任何效力，这正是清末最后几年出现的局面。辛亥易帜期间，那些拥兵一方

的督抚们纷纷宣告独立，便不足为奇。相比之下，民国早期的地方强人和派系首领虽然不听命于中

央，但并不寻求独立，相反，他们均以民族主义为号召，以全国的统一为职志，并往往把阻扰统一、破坏

和平当做攻击对方的借口。事实上，实现全国统一，不光是军阀们为掩饰自己滥用武力的说辞，通过

战争手段打败对手也是在分裂和混乱中赖以自存和壮大实力的最佳途径。
相较于早期近代以及近代欧洲民族建国的历史经验，民国早期各区域竞争势力的军事和政权

建设，也呈现出反差明显的不同路径。研究者发现，一个国家或区域政权的财政军事实力的高低，

归根到底取决于那里现存的经济和社会结构。那些拥有庞大的农村人口、商业化经济发展相对滞

后的国家，在应付战争及其他政府行为时，往往难以增加收入( 收入主要来自土地税的征收) ，因此

只能扩大财政机器，建立专制主义政权，以强制手段“动员”农村地区的财力和人力资源。另一方

面，那些拥有高度发达的商业经济、资源丰富的地区，相对容易通过征收商业税和地主精英的财产

税，获得足够的收入，因此不必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而是朝着宪政政府发展。① 查尔

斯·蒂利对欧洲近代国家的研究，据此进一步区分了三种不同模式，以阐明经济如何制约国家活

动: 在“强制密集型”地区，农业占主导地位，统治者为了发动战争及其他活动，倾向于依赖人头税

和土地税，为此建立了庞大的征税体制，并让地方精英在其中握有各种权力; 在“资本密集型”地

区，由于商业经济的存在，国家倾向于依靠更易获取的关税和消费税，将信贷资金作为国家的收入

来源，因此导致中央权力受到限制和分割。在这两种理想类型之间，存在着第三种模式，即“资本

化强制模式”( capitalized coercion) ，国家同时从土地和商业贸易中获取资源，创造了双重国家结

构，在这一过程中，土地精英既要直面金融家的挑战，同时又要寻求合作机遇。②

这样的划分，对于理解北洋时期各个军阀的兴衰有参考价值。在内地人口众多但资源贫乏、经
济上主要以传统农业为主的省份，独霸一方的地方势力只能依靠强制手段，以土地为对象，最大程

度地榨取财源。以四川省为例，控制该省各防区的大大小小的军阀不仅每年征收田赋的次数频繁，

有的多达 10 至 14 次，而且用预征田赋的办法搜刮财富，个别地方在 1934 年甚至预征田赋数十年，

最晚预征到 2009 年。③ 这里只有罗掘俱穷、“强制密集”的搜刮方式，却没有认真的地方近代政权

建设。与此截然不同的是广东国民党势力和东北奉系集团为代表的另一种地方政权形态。他们不

仅致力于打造一个集中、统一的地方政权，财源也主要依靠当地较为发达的工商业和现代金融业，

同时也未放弃对乡村资源的榨取，其政权建设路径更接近于蒂利所谓的“资本化强制模式”。
因此，东北、广东和其他省份多个地方政权的崛起，从更为宽广的国家转型视角来看，是中国长

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国家重建过程中最为重要的突破，开启了中国走上国家权力重新集中和国土重

新统一的道路。这些地方势力的国家建设的努力，可以跟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建设过程中最令人

激动的时刻相提并论。例如，奉系控制下的东北，如果其发展进程不受到日本的阻碍，很有可能与

国民党势力一争高下，甚或在统一中国过程中扮演着类似普鲁士在德国的角色。国民党在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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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宋子文领导下，努力在广东打造一个强大、健全的财政体系，对国民党崛起起到关键作用，这在很

多方面与皮埃蒙特—撒丁王国的财政大臣( 后来的首相) 加富尔遥相呼应，后者曾使意大利北方的

这个王国在统一整个半岛的过程中起到主导作用。
但是中国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其他后进国。首先，它地域辽阔，相比其他小规模的国

家，有更多的国内竞争对手在争夺国家统治权。实现国家统一和权力集中，对于中国的国家建设者

来说是更为艰难的目标。第二，中国的地缘政治环境比其他后进国家更严峻，因为它所面临的威胁

来自比中国更强大、更富有的列强，尤其是极具侵略性的邻居日本，始终构成中国追求统一的最大

障碍。第三，德国和意大利在国家统一之前，便已建立了一个强大的、集权的地方政权，而民国初期

的各个地方政权尽管已在军事建设、经济重建和权力整合方面作出诸多努力，仍只停留在国家建设

的最初阶段。它们中的每一个，距离建成一个发达的经济体系、高效的行政机制和强大的军事机器

的目标，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于从 1920 年代后期开始统治全国的国民党政权来说，怎样巩固

其统治，并将中国变成一个真正统一、集权的民族国家，仍然是接下来几十年最具挑战性的任务。
最后，在北京政府和南京政府时期国内各地方势力相互竞争和绞杀的背后，我们还应该看到它

们在中国政治统一问题上所结成的共识 。各个军阀势力在军事上的自主及其对各省的实际控制，

本来为它们各自建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这在现代世界的其他许多地方已经司空

见惯。的确，边陲省份的军阀们，尤其是东北三省的张作霖，广西省的陆荣廷和后来的李宗仁、白崇

禧，云南省的唐继尧和后来的龙云，以及山西省的阎锡山等，都已经把自己的省份变得了实际上独

立的政权，不受中央政府的行政控制。尽管如此，却没有任何一个军阀公开挑战中国作为一个领土

完整的单一国家的观念。① 恰恰相反，每当某个军阀或军阀派系对其敌手发起进攻之时，事先总要

发表通电，攻击对方破坏国家统一，声称自己出兵是为了捍卫政治统一和国家利益②，或者是为了

全国的和平及秩序③，或者是为了保卫约法，反对当政派系的独裁和滥权。④ 在多数时候，这些通

电只不过是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他们的真正意图是扩大地盘，或者阻止对方吞并自己的地盘。不

过，各路军阀在中国的政治和领土统一上的共识又是真实的，这一共识阻止了任何一方公然分裂国

家，或将自己掌控的地盘出卖给外国列强，以换取后者的军事援助。事实上，为了使自己的统治正

当化，控制中央和地方各省的军阀们都不遗余力地或者至少是摆出姿态去捍卫中国的边疆。个别

时候，那些控制南方或西南部分省份的地方势力也建立起自己的权力中心，挑战北京的中央政府的

合法性，但没有哪个军阀试图脱离中国，另建一个独立国家。这种致力于中国的政治和领土统一的

共识反映了一个事实，即民国时代的政治精英，包括那些大大小小的军阀，大多继承了帝制时代所

遗留下来的关于族群和政治认同的传统价值观，以及晚清以来日渐流行的民族主义观念。因此，尽

管民国早期出现旷日持久的政治紊乱和军事竞争，尽管中央政府软弱无力，而国土又如此广袤，其

族群和政治构成又如此多样，中国依然能够作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幸存下来，避免了分裂为多个独

立的国家，避免了把自己的领土割让给外国列强。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历史上的一个奇迹。

( 责任编辑: 薛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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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of the debates on the mythological origins and heroic genealogy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he birth of the“Chinese Nation”concept and its changing meanings． Furthermore，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at the previous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concepts puts too much attention to the translation of Western ideas and their influences and
relatively overlooks the important role that the traditional intellectual sources played in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oncepts． The author suggests avoiding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erms in a closed circuit from one concept to another，
but rather tracing continuities between modern concepts and traditional resources more effective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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